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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补充研究背景】基于TOE框架，使用沪深Ａ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fsQCA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通过多因素联动实现数字创新，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即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和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2)企业吸收能力在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感知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向影响作用，环境要素中对数字创新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市场竞争程度；(3)缺失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这4个因素对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形成有着相对普遍的作用。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选择适配的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理论支撑。【可采用具体的本文创新性的启示代替此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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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Factor Linkage on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QCA Analysis Based on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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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 using the data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fsQCA method is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even antecedent conditions on enterprise digital innovation at three levels: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Enterprises achieve digital innovation through multi-factor linkage, and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configurations that can produce high-level digital innovation: "learning transformation type of technology-environment linkage", "capture breakthrough type of technology-environment linkage", "coordinated and pioneering type of technology-environment linkage" and "self-driven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technology support". (2) Enterprise absorptive capac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high-level digital innovation; perceptual ability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replac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n an enterprise; amo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main role in promoting digital innovation is the degree of market competition. (3) The four factors of lack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igh-level talents, perception ability,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play a relatively common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non-high-level digital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hoose appropriate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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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化时代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1]。近年来，中国不断深化的数字创新政策促进了数字经济的飞速增长。《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表明，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同比名义增长10.3%，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涉及具体的数据，请在文后补标相关参考文献，并在此处标引序号】。
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亟须加强数字技术科学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保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成为中国数字经济体系建设的新支柱。如何有效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数字创新水平，已成为学界和业界重要课题。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企业数字创新影响因素做了探究，具体而言：一是资源层面。资源是数字创新发展的基础，Zaki[2]关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Alt等[3]指出组织需要能够将分散的资源和活动转向更加网络化和集中化的平台，将这些平台嵌入到现有的结构中有助于实现数字创新；Nylén等[4]强调组织需要建立动态创新团队以实现数字迭代创新。二是能力层面。能力是数字创新的保障，Nwankpa等[5]指出组织需要足够水平的IT能力，该能力是进行数字创新的基础；Warner等[6]强调了数字感知、数字捕捉和数字转换能力对数字创新的重要性；王海花等[7]探讨企业标准联盟网络位置通过标准化能力影响数字创新的内在机制；Roberts等[8]强调了动态能力在驱动数字创新本身的重要性，刘洋等[9]指出未来研究可以从动态能力理论的角度来探究驱动数字创新的因素。三是环境层面。环境是数字创新的催化剂，Hartl等[10]提出了组织文化在数字创新过程的重要性；宋敬等[11]探讨了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数字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制度环境与政治关联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创新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给予了充分关注，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为特定研究对象来探究数字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另外，企业数字创新需要结合企业自身条件、整合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层面出发，主要考虑单一影响因素推动数字创新的作用，较少以整体框架探究多因素综合作用，不能解释数字创新过程的多因素协同联动机制。而且大多研究基于逻辑推演和假设检验，主要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探究，不能更好地解释数字创新这种因果复杂性问题，因而难以为中国本土企业选择适配的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鉴于此，本文采用“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使用沪深Ａ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企业样本，分析前因条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本研究试图回答：（1）存在哪些前因组态可以驱动企业实现高数字创新绩效？（2）哪些条件对于高数字创新更为重要？（3）企业如何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选择适合的模式提升数字创新绩效？
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其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
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数字创新领域的特定主体，进一步深化了数字创新影响因素的研
究。其二，从技术、组织与环境3个层面的7个前因条件出发，构建了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绩效
的理论模型，将TOE框架引入数字创新研究中，丰富了数字创新研究方法。同时，数字经济时代，动态能力的作用愈发重要，不仅体现在组织启动和应用数字创新，亦体现在驱动数字创新本身[8]。本文将分析框架中组织层面因素聚焦到动态能力视角，为更多数字创新研究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框架。其三，利用大样本容量，基于组态视角对数字创新过程的多因素协同联动机制进行探索，弥补了以往研究中仅考虑单一影响因素以及缺少大样本条件下企业数字创新前因研究的不足。
1  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随着对数字创新研究的深入，数字创新的概念内涵逐渐丰富：有的学者强调了创新的过程，认为数字创新是指在创新过程中运用数字技术（如Nambisan[12]的研究），更加强调数字技术在创新过程中的赋能（如谢卫红等[13]的研究）；有的学者强调了创新的结果，认为数字创新是指通过数字技术的使用创造出新的产品、商业流程以及商业模式[14-16]【请作者进行清晰分别的引用，注意文中需要确有相关的实质性观点则标引，若为举例说明也应进行相关的列示】；还有的学者突破了过程和结果视角的束缚，认为数字创新是指在创新过程中采用信息、计算、交流和连接技术的组合，包括带来新的产品、生产过程改进、组织模式变革以及商业模式的创建和改变等（如刘洋等[9]的研究）。因为数字创新过程和结果难以分离，第三种定义【上文中未提及第三种，请作者确保不会出现指代不明】对数字创新的定义更为全面，本文采用第三种定义，认为数字创新是指不同主体通过对数字技术进行利用、重组，以产生新的产品（包括服务）、流程和商业模式【确认此处的说明是否涉及相关的引用】。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对企业数字创新前因进行分析。借鉴Tornatizky等[17]提出的TOE框架，整合现有研究并结合中国企业数字创新的具体情境，从技术、组织、环境3个方面确定驱动企业数字创新的条件变量。TOE框架是基于新技术应用情境的综合性分析框架[18]，由技术条件、组织条件、环境条件三部分组成。其中，技术条件用于分析技术与组织结构、管理能力等的协调关系；组织条件主要聚焦组织规模、文化建设、沟通机制与资源储备等方面[19]；环境条件基于外部视角，分析组织所处行业竞争、市场结构、制度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数字创新是企业内外部协同过程，研究数字创新驱动机制不能脱离数字技术应用的情境，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考虑数字技术应用的基础（即组织资源禀赋）以及组织所处社会、行业等外部环境的支撑作用，因此，本研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三重维度探究企业数字创新驱动路径。因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为特定研究对象来探究数字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因此，主要从一般性的角度对数字创新影响因素进行回顾与梳理。
（1）技术维度。数字创新是数字技术在创新过程中的运用，技术维度主要考量的就是数字技术与组织互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Yoo等[20]强调了数字技术3个重要特征：可重新编程性（reprogrammability）、数据的同质性（the homogenization of data）、数字技术自我参考性（the self-referential nature of digital technology），这些特征使得数字创新过程离不开组织所在生态系统的数字基础设施[9]。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使数字产品快速迭代，创新速度大幅提升[21]，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持使得企业生产流程各环节变得十分透明，供应商和客户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包括产品研发、测试、营销等价值创造活动，有利于更有效地进行生产与制造。最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促使企业管理者建立新的网络和价值链进而构建新的商业模式并改变客户体验[9]。除了数字基础设施之外，由于数字创新具有创新突破性、外部性和产品迭代快速的特点，需要企业拥有更多的高层次人才支撑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22]。高层次人才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与技术素养可以降低组织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的沉没成本，相应人才的匮乏会导致企业无法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经营过程，降低企业数字创新效率。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数字基础设施和高层次人才两个方面探究技术维度对数字创新的影响。
（2）组织维度。基于组织管理视角，创新过程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组织结构、组织能力和组织文化[23]，已有研究对组织结构和组织能力的关注比较多。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企业业务流程，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关系网格化特点越来越显著，促使企业决策与管理机制发生深层变革，组织结构对于企业数字创新战略选择的影响显著被弱化[24]。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数字创新过程与结果都难以预测，企业需要较高的动态反应与整合能力以快速应对环境变化，这些使得数字时代下对于战略选择与绩效的影响可能并不直接源于组织结构，而在于组织的动态能力[25]，动态能力对于企业开展数字创新活动更加重要[26]。
动态能力是开发、整合、重组内外部资源以应对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27]。结合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等视角，本研究将企业动态能力分解为感知能力、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3个维度，其中感知能力是企业对外部机会的识别与获取能力，吸收能力是企业利用现有的知识获取并内化外部知识为自身的知识资源的能力，整合能力是企业快速抓住机会并对企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利用的能力【请作者确认以上表述是否涉及相关文献的参考】。动态能力强的企业可以更快、更敏捷地作出顺应环境变化的资源重构，从而通过数字创新活动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感知能力有助于企业准确定位数字创新的发展方向[28]；吸收能力有助于企业充分吸收外部知识与先进技术，极大地缩短研发周期并降低研发成本，从而提升数字企业创新效率；整合能力有助于企业调整组织结构、管理制度等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29]，并有效配置与利用资源以支持数字创新活动[30]。总之，数字创新活动复杂度极大增加，企业更需要准确定位数字创新的发展方向（感知能力），通过有效地识别、获取各种资源（吸收能力），并有效配置与利用资源（整合能力）以支持数字创新活动。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动态能力（包括感知能力、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角度探究组织维度对数字创新的影响。
（3）环境维度。外部环境能够影响和支配创新系统功能以及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对企业创新活动发挥调节作用[31]。外部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支持力度、市场竞争程度等方面。由于数字创新的高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企业研发风险更大，因此政府政策引导和扶持对企业数字创新尤为重要。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能够简化数字企业流程手续，提供企业服务，汇集人才的创意与创造力，容易激发创新行为[32]。陶长琪等[33]的研究支持了这个论点，他们发现相对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企业，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更能释放出创新激励动能。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变革会加剧市场竞争，市场的激烈竞争给数字创新活动中的企业带来了挑战和机会[34]，一方面，促使企业保持不断学习以适应行业与技术发展，同时通过持续创新以不断满足市场需求[35]；另一方面，只有高质量的创新产出，才能被资本和产品市场接受，进而给企业带来高额回报[36]，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企业展开数字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和市场竞争程度两个方面探究环境维度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构建TOE框架下企业数字创新组态模型，如图1所示。

【图1：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并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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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一种集合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变量并非独立影响结果，其意义和作用取决于它与其他变量的组合[37]。与传统回归分析聚焦分析单个变量的净效应不同，QCA采用整体视角聚焦于组态效应分析[38]，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出条件组态的等效性，能够很好地处理因果非对称性[37,39]【建议作者进行分别清晰的引用，若是两个文献共同说明相关问题，可以进行列举说明】。本研究的前因条件中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整合能力、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竞争程度间存在多重交互关系，其既相互影响又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影响着企业数字创新绩效，传统的回归方式已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多重交互问题，而QCA方法有助于探讨7个前因条件的联动匹配对数字创新的影响。
    QCA主要包含3种方法：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定性比较分析（mv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csQCA只允许二分变量，容易产生矛盾组态，mvQCA虽然允许多值变量，但无法反应条件的变化程度，而fsQCA能够解决以上两个方法的程度变化和部分隶属问题[37]，能够探索导致同一结果的多种路径及其互动关系。另外，本研究案例样本量为500，属于大样本研究，fsQCA方法适用于大样本研究。综上，本研究采用fsQCA方法来检验7个前因条件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企业的数字创新绩效。
2.2 样本与数据来源
借鉴李小青等[40]的研究，由于数字创新主要出现在知识技术水平高、与数字技术密切相关的行业，因此选择沪深Ａ股2017－2021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即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这4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在剔除了ST、*ST样本、关键数据缺失的样本以及观测期内没有任何数字化专利产出的样本后，最终得到500个观测样本。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通过手工筛选和程序爬取企业年报、国家知识产权局来获得企业数字化专利、数字基础设施等数据。由于样本企业每年产出的数字化专利数量具有波动性，为提高数据的稳定性，采用企业5年数据的均值来度量每一个变量。
2.3 变量设计
2.3.1前因变量
（1）数字基础设施。借鉴高雨辰等[41]的研究，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明细中与企业数字化相关部分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具体地，本研究收集上市公司同年度无形资产明细中涉及数字平台、云架构、软件、信息系统这些关键词的明细项目，加总计算得到其占同年度企业无形资产的比重。
（2）高层次人才。借鉴阮添舜等[31]的研究，采用硕士学位及以上人数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测量高层次人才。
（3）感知能力。数字经济情境下，组织通过扫描外部环境，感知最新的数字化趋势和机会，以准确预测客户需求并快速做出响应[42]。数字创新过程弥合了各主体间的割裂，促使企业与顾客、供应商及创新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进行双向、连续的实时互动成为可能[24]，互动越深入，扫描范围越广，感知能力越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深入程度可以通过联合创新成果呈现出来，基于此，本研究用观测期内企业申请的联合专利的平均数量来测量其感知能力。
（4）吸收能力。学习吸收能力与企业的总研发投入密切相关。借鉴Wu等[43]的研究，本文采用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营业收入）来衡量企业的吸收能力。
（5）整合能力。资产周转率是公司资源整合能力的重要体现。资产周转越快，表明公司整合水平越高。借鉴李梅等[44]的研究，企业的整合能力可以通过净资产周转率来衡量，这一指标从整体上反映了企业净资产的运用效率。具体计算公式：整合能力=营业收入/［(期初净资产总额+期末净资产总额)/2］。
（6）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借鉴张敬文等[22]的研究，从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两个政策工具分析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具体来说，政府补助变量值为企业年报中公开的不含税收相关项目的政府补助金额，税收优惠指标以企业收到的税费返还金额来度量。为便于后续计算，两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7）市场竞争程度。借鉴阮添舜等[31]的研究，市场竞争程度通过赫芬达尔指数（HHI）进行测量，采用行业中除该企业外的市场竞争主体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计算。该指数越小表示市场竞争程度越大。为了同其他指标保持一致，取结果的负数来表示市场竞争强度。
2.3.2结果变量
数字创新绩效。由于数字技术让结果创新和过程创新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45]，最终都强调了数字创新成果。鉴于数据可得性，借鉴李小青等[40]的研究，本文采用数字化创新专利来衡量企业数字创新绩效。数字化创新专利特指公司拥有的与数字化技术相关的专利，具体测度方法为：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机器学习、云端、智能、数字化、信息化、互联网、物联网、远程、机器人、人脸识别、虚拟作为关键词，运用Pycharm软件编写程序，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获取样本公司与数字化创新相关的专利数据。
2.4 变量校准
在进行fsQCA分析时，需将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校准至0～1之间。由于缺乏明确的外部标准来对本文高或非高的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进行定义，且企业的技术、组织、环境因素的优劣是依据相对水平，数字创新水平的高低也是基于样本的一个相对指标，因此参考杜运周等[46]，采用直接校准法，将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的80%、50%、20%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校准点。同时为了统计分析所有变量的隶属度，参考Fiss[47]的做法，当案例出现隶属度为0.5时，将其修改为0.501【请作者确认此处做法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是否有必要被说明】。各变量的校准点以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1. 请作者尽量保持表格中所有数据小数点后位数的统一；2.表格中的0.000无意义，请作者确认是否为实际值，若是，标注为“0”；若不是，标注为<0.001；】
表1 各变量的校准点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分析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字创新
	0.400
	1.600
	5.400
	5.802
	21.912
	0.200
	339.600 

	数字基础设施
	0.000
	0.091
	0.511
	0.244
	0.311
	0.000
	1.000

	高层次人才
	0.006
	0.041
	0.105
	0.068
	0.086
	0.000
	0.501

	感知能力
	0.000
	0.400
	2.840
	7.025
	46.555
	0.000
	902.000

	吸收能力
	0.044
	0.076
	0.143
	0.107
	0.159
	0.003
	2.567

	整合能力
	0.548
	0.963
	1.638
	1.171
	0.883
	0.094
	6.868

	数字政策
	16.235
	17.226
	18.367
	17.366
	1.394
	14.024
	22.416

	竞争程度
	−0.046 3
	−0.046 3
	−0.046 3
	−0.046 2
	−0.000 4
	−0.046 3
	−0.038 1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正式进行条件组态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的必要性分析。如表2所示，各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因此并不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39]。

【表2：1. 注意表格中“~”的含义是否需要添加相关的注释或在正文中进行相关的补充说明；2.相关变量的表述名称注意在全文中保持一致。】
表2 必要性分析结果
	变量
	高数字创新必要条件分析
	非高数字创新必要条件分析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数字基础设施
	0.588
	0.608
	0.499
	0.534

	～数字基础设施
	0.550
	0.514
	0.634
	0.615

	高层次人才
	0.660
	0.667
	0.458
	0.479

	～高层次人才
	0.484
	0.463
	0.681
	0.675

	感知能力
	0.579
	0.645
	0.436
	0.504

	～感知能力
	0.555
	0.487
	0.692
	0.630

	吸收能力
	0.633
	0.643
	0.472
	0.497

	～吸收能力
	0.505
	0.480
	0.661
	0.651

	整合能力
	0.528
	0.539
	0.562
	0.595

	～整合能力
	0.604
	0.571
	0.565
	0.553

	数字政策
	0.608
	0.599
	0.526
	0.537

	～数字政策
	0.529
	0.519
	0.607
	0.616

	竞争程度
	0.528
	0.589
	0.479
	0.553

	～竞争程度
	0.600
	0.526
	0.644
	0.586


3.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进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时，参考张明等[39]的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 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的阈值设定为0.75, 案例频数设置为2，最终得到复杂解、中间解、简约解三类解。进一步分析中间解与简约解的嵌套关系识别出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如果前因条件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则视其为解的核心条件；如果前因条件只出现在中间解，则视其为解的边缘条件[37]。组态分析的最终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共存在5组产生高数字创新的组态，解的一致性水平为0.864，均高于0.8，表明5组组态均为产生高数字创新的充分性条件组态。总体覆盖度为0.297, 表明5组条件组态可以解释29.7%的企业高数字创新案例。下面来具体阐述每一种产生高数字创新的组态。【请作者检查此处表述的合理性】

【表3：1. 表3中的各字母和数字的表示未在正文中出现过，请补充相关的说明或者注释；2.检查表格首行及首列的设计，删除空白的表格，此外不另外添加字体；3.此外注意表格中的字符不超过宋体六号，注意相关符号的表述。】
表3 产生高/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
	条件变量

	高数字创新
	低数字创新


H1a    H1b       H2           H3           H4         NH1       NH2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
	Ⓧ

	
	高层次人才
	
	●
	●
	●
	●
	Ⓧ
	Ⓧ

	

	感知能力
	●
	
	●
	
	●
	Ⓧ
	Ⓧ

	
	吸收能力
	●
	●
	Ⓧ
	●
	●
	Ⓧ
	Ⓧ

	
	整合能力
	Ⓧ
	Ⓧ
	●
	●
	
	●
	Ⓧ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
	
	●
	Ⓧ
	●
	Ⓧ
	
	●

	
	竞争程度
	●
	●
	●
	●
	Ⓧ
	Ⓧ
	●

	      一致性
	0.886
	0.874
	0.933
	0.884
	0.904
	0.852
	0.874

	      原始覆盖度
	0.144
	0.140
	0.079
	0.113
	0.134
	0.143
	0.079

	      独特覆盖度
	0.002
	0.017
	0.016
	0.027
	0.046
	0.105
	0.041

	      总体一致性
	0.864
	0.857

	总体覆盖度
	0.297
	0.184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席，空格表示条件可出现或不出现，Ⓧ表示边缘条件缺席，●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3.3 结果与讨论
3.3.1 产生高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
    由表3 可知，存在5条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组态，本文根据前因条件所在维度把这5条组态划分为4类：组态H1b与H1a核心条件相同，二者构成二阶等价组态[47]【此处的引用为何意？请作者检查确认有实质性的引用并表述清晰】，将二者命名为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将组态H2命名为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将组态H3命名为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将组态H4命名为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
（1）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由表3可知，组态H1a表示数字基础设施、吸收能力以及竞争程度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感知能力作为边缘条件存在，可互补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的整合能力，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组态H1b表示数字基础设施、吸收能力以及竞争程度作为核心条件存在，高层次人才和数字政策作为边缘条件存在，可互补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的整合能力，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由此可以说明：（1）即使企业的感知能力和整合能力不具备优势，但在竞争环境推动下，企业借助数字基础设施的长处，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吸收能力，更好地学习外部知识，将其转化为内部资源，并应用到创新项目当中，从而在技术与环境的联动作用下，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2）观察H1b与H1a的不同，可以发现高层次人才和数字政策在H1b中起辅助性作用，即在核心条件相同时，起边缘性作用的高层次人才、数字政策与感知能力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表明，在核心条件相同时，即便企业在感知数字环境中存在的机会能力不强，但是如果企业储备了高层次人才并且受到政府数字政策的支持，最终也有可能达到同样的数字创新效果。
H1a组态的典型代表案例是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广联达”）。广联达秉承数字建筑理念，通过BIM（国际建筑信息模型）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助力建筑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在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不断进行突破。同时，广联达不断吸收并利用外界知识，例如与华为达成合作协议，结合华为的技术优势和全球布局，打造出“昇腾AI+智慧工地联合方案”，引领行业迈向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此外，广联达通过积极参与各种外部交流活动，如国际建筑信息模型联盟、中国建筑业协会等，以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最新政策法规，从而更好地把握数字化机会。总之，在国内外竞争对手以及软件市场的激烈竞争下，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吸收能力、感知能力的赋能，使得广联达能够不断获取数字创新成果。
H1b组态的典型代表案例是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启明星辰”）。高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使得启明星辰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不断提升创新效率。同时启明星辰与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吸收最新的科技成果和先进的技术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国家对于大数据产业的政策扶持下，在公司高素质技术研发人员团队的带领下，启明星辰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新成效，实现更快的市场拓展和增长，产出高水平的数字创新成果。如启明星辰为无锡市建立的城市大数据中心安全体系，获得了IT市场年会2021－2022年度的“数字化创新实践案例”的荣誉。
（2）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组态H2表示，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整合能力以及竞争程度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基础设施作为边缘条件存在，可互补作为边缘条件缺失的吸收能力和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该类组态表明，数字经济情境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的高层次人才通过感知外部环境的变化，捕获最新的数字化趋势，把握发展中的新机遇，从而有目的、更高效地对企业内外部的资金、人才、数据、数字化技术等资源进行整合、协调和重构，快速取得突破，从而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这说明，在企业实践中，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高层次人才依靠较强的整合能力能够获取更多资源，并通过高效资源编排，弥补了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支持不够的窘境。同时依靠较强的机会感知能力，能够更好地识别数字环境当中的机会与威胁，这降低了吸收能力不足对企业数字创新的负面影响。
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是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掌阅科技”）。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与演进，掌阅科技敏锐捕捉到数字化趋势，将数字技术及时应用到阅读当中，成为首个提名“全国文化产业30强”的数字阅读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掌阅科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提高产品的创新性和用户的满意度。同时，公司员工中的硕博人数占比近5年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掌阅科技的数字版权系统、AI投放系统等工具帮助掌阅不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且拓宽了业务范围，持续对业务进行赋能。掌阅科技通过把握数字化趋势，用数字技术对业务进行赋能，并不断吸纳更多人才，通过高效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来实现数字创新，从而在激烈的数字阅读市场中不断发展壮大。
（3）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组态H3表示，高层次人才、吸收能力、整合能力以及竞争程度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作为边缘条件存在，可互补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该组态表明高层次人才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提出的方案和想法更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能够更好地引领企业的创新方向。在高层次人才的引领下和市场竞争、数字政策的推动下，企业通过吸收和利用外部最新的数字化技术和知识，整合内外部各种资源，如整合数字技术建立数字化生态系统，整合内外部数据建立完整的数据分析体系，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和数据共享等，使企业资源得到更优的配置，从而推动企业更高效地实施创新活动，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
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是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用友网络”）。随着国家助推传统行业加快“上云用数赋智”步伐，用友网络不断受益于企业数字化改革。公司拥有的专业研发人才队伍和体系，能够帮助用友网络持续构建实现全球领先的企业云服务平台。用友网络还不断吸收利用最新的外部知识，整合内外部资源，加速用友网络数智化的战略落地。如用友网络通过对柚子（北京）移动技术有限公司（APICloud）进行全资收购，将APICloud的移动端代码开发能力融入YonBIP(用友商业创新平台)，从而更好地服务客户群体。在公司的专业人才、云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下，用友网络通过吸收能力的赋能，对企业内外部资源进行高效整合，从而能够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成为中国企业数智化服务的领导品牌。
（4）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H4）。组态H3表示，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和吸收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可互补作为核心条件缺失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和作为边缘条件缺失的竞争程度，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该组态表明，即便没有来自外部环境的驱动作用，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下，通过建设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准确把握外部数字环境的变化，并充分学习吸收最新的数字化技术和工具，将其转化至自身创新活动中，也可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
[bookmark: OLE_LINK3]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是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思特奇”）。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思特奇不断加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和探索突破，目前已拥有行业领先的技术能力。在高层次人才方面，思特奇对公司研发团队不断进行优化升级，培养和引进了一批业务水平精湛、专家级的研发技术人才，引导着公司持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在扎实的数字基础设施和高层次人才支持下，思特奇准确把握国家战略规划，并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成为中国IT行业发展与变革的参与者、贡献者。在这个过程中，思特奇实现了高水平的数字创新，如公司推出的思特奇城市中台，创新了“平台+数据+运营”模式，成功入选“2021年度企业数字化创新案例与解决方案”。
横向比较以上5个组态，可以发现环境要素中，在实现高数字创新的5条组态中，有4条组态的竞争程度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而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的核心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相比于其他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数字创新能力较强，这时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直接干预不会起太大作用，主要起作用的是市场这张“无形之手”。
同时可以看出取得高数字创新的组态必须包括技术层面因素和组织层面因素中的至少一种，环境层面因素并非必须包括在内（如H4）。除了组态H4，组态H1a和H2都没有很强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在起作用），但是这3个组态都有（较）强感知能力【请作者检查此句的逻辑，确保无误】。这可能提示较强的感知能力对环境因素的缺乏有一定的正向补充作用。较强的感知能力将显著有助于企业捕获正确的数字创新机会和方向，并提升资源配置精准度。同时，较强的感知能力也能提升企业在数字创新活动中与各方动态交互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保障数字创新的成功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环境因素对企业的直接影响作用。
另外，在实现高数字创新的5条组态中，有4条组态的吸收能力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只有组态H2的吸收能力作为边缘条件缺失，而H2的覆盖度在所有组态中又是最低的，即H2所能解释的案例数最少。这表明，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的企业绝大多数都具备强吸收能力，因此，吸收能力在实现数字创新的路径中发挥着较为普遍的重要作用。
3.3.2 产生低数字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产生非高数字创新的两个组态。组态NH1表明，在缺乏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和竞争程度的情况下，即便有高的整合能力，企业数字创新水平也不会高。组态NH2表明，在缺乏技术因素（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和组织因素（感知能力、吸收能力、整合能力）的情况下，即便有高的环境因素（数字政策、竞争程度）支持，企业数字创新水平也不会高。
横向分析两个组态发现，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的缺乏均出现在了两个组态中，可见缺失这4个因素对非高数字创新的形成有着相对普遍的作用。
3.4 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对上述组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在QCA研究中，当轻微改变操作，产生的结果间如果存在子集合关系，不会改变研究发现的实质解释时，则将其视为稳健[39,46]。本文通过将案例频数由2提升到3（保留总案例数的比例超过75%）和改变PRI一致性阈值（由0.75调整至0.72）对高数字创新的前因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后的组态结果分别如表4和表5所示。分析后发现，调整前后的组态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本文的组态分析具有稳健性。
[bookmark: _GoBack]【请作者确认表4中的各字母变量与上述表格中的各变量无冲突表述。注意不能以同一变量表述不同的内容，未出现过的相关字母变量也需要被解释说明】
表4  调整案例频数的稳健性检验
	条件变量

	高数字创新

	
	H1
	H2
	H3
	H4a
	H4b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高层次人才
	●
	●
	●
	●
	●

	感知能力
	
	●
	
	●
	●

	吸收能力
	●
	Ⓧ
	●
	●
	●

	整合能力
	Ⓧ
	●
	●
	
	Ⓧ

	数字政策
	●
	Ⓧ
	●
	Ⓧ
	Ⓧ

	竞争程度
	●
	●
	●
	Ⓧ
	

	一致性
	0.874
	0.933
	0.884
	0.904
	0.901

	原始覆盖度
	0.140
	0.079
	0.113
	0.134
	0.129

	独特覆盖度
	0.017
	0.016
	0.027
	0.017
	0.002

	总体一致性
	0.864

	总体覆盖度
	0.297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席，空格表示条件可出现或不出现，Ⓧ表示边缘条件缺席，●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表5  调整PRI一致性阈值的稳健性检验
	条件变量

	高数字创新

	
	H1a
	H1b
	H1c
	H2
	H3
	H4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

	高层次人才
	
	
	●
	●
	●
	●

	感知能力
	●
	●
	
	●
	
	●

	吸收能力
	●
	●
	●
	Ⓧ
	●
	●

	整合能力
	Ⓧ
	
	Ⓧ
	●
	●
	

	数字政策
	
	●
	●
	Ⓧ
	●
	Ⓧ

	竞争程度
	●
	●
	
	●
	●
	Ⓧ

	一致性
	0.886
	0.901
	0.844
	0.933
	0.841
	0.904

	原始覆盖度
	0.144
	0.129
	0.193
	0.079
	0.163
	0.134

	独特覆盖度
	0.002
	0.002
	0.050
	0.016
	0.057
	0.028

	总体一致性
	0.836
0.362

	总体覆盖度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席，空格表示条件可出现或不出现，Ⓧ表示边缘条件缺席，●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企业为样本，基于TOE框架，使用fsQCA方法进行条件组态分析，探寻了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整合能力、数字产业经济政策和竞争程度7个前因条件对数字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企业通过多因素的协同作用来实现数字创新。技术、组织、环境因素均不能单独作为企业高数字创新的必要条件，即单个要素并不构成企业高数字创新的瓶颈。
（2）引致企业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有5条，可归纳出4种类型。这4种类型分别是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和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体现出通过多因素联动实现数字创新的多重方式。
（3）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而言，吸收能力在实现数字创新中发挥着较为普遍的重要作用，感知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向影响作用。环境要素中对数字创新主要起推动作用的是市场这张“无形之手”。
（4）引致非高数字创新的组态有两条。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的缺乏均出现在了这两个组态中，缺失这4个因素对非高数字创新的形成有着相对普遍的作用。
4.2 研究启示
第一，遵循系统性原则，协同配合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技术、组织、环境三重因素的联动效应揭示出实现数字创新的复杂性。单一前因条件的存在并不能引致高水平的数字创新，因此，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而言，企业应从系统性的组态视角出发，不仅要提升技术实力，也要增强组织动态能力（包括感知能力、吸收能力、整合能力），并且注重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作用，通过多层面要素的协同配合来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新。
第二，因地制宜，结合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选择合适的提升数字创新绩效的模式。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并不平衡，每个企业具备的资源禀赋不同，所受到的外界环境影响不同，因此，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组织、环境多层次条件因素不同，在数字创新实现模式的选择上也会存在差异。企业需要正确评估其所具备的条件，并结合实现数字创新的条件组态，以选择切实可行的模式。比如，对于处于高竞争环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若拥有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较强的吸收能力，可通过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学习转化型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若企业的数字基础设施优势相对薄弱，企业则应着重引进高层次人才、培养对外界的敏锐性，强化整合能力，通过技术与环境协同的捕获突破型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
第三，积极获取关键资源，构建与培育支撑组织发展的动态能力。数字创新过程与结果都难以预测，要求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具有较高的动态能力以快速应对环境变化。本文发现，取得高数字创新的路径必须包含技术因素和组织因素，而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由组织因素中的感知能力所替代，且组织因素中的吸收能力在实现数字创新过程中发挥着较为普遍的重要作用。因此，企业在强化组织动态能力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吸收能力的加强，在缺乏外界环境的正向影响时，还要更多关注感知能力的提升。吸收能力和感知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与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度交融，企业可通过论坛、合作等进行互动学习，实现优势互补，在价值共创的同时促进组织动态能力的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应从战略高度对动态能力进行培育，同时也应认识到动态能力培育的长期性和艰难性，持续致力建立从资源识别、吸收到整合、创新的长效机制。
第四，政府要建立市场竞争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协同机制，构建企业良好的数字创新环境。研究发现环境要素中竞争程度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而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的核心作用不明显，这说明，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当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时，政府应从对企业创新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向充分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注重政府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这一点与张敬文等[22]的研究观点一致。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为企业数字创新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良性持续发展。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局限性：（1）本文仅关注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所得研究结论对于其他行业可能并不适用。（2）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因素有很多，尽管本文基于TOE框架确定了7个重要的前因条件，但也可能忽视其他条件的重要性，未来研究需要对此作进一步的完善。（3）同其他大样本QCA研究一样，本文难以深入地开展定性分析，未来研究者可以针对数字创新的不同驱动模式做深入的案例研究，以揭示数字创新实现的详细过程。（4）数字创新包括数字产品创新、数字过程创新、数字组织创新和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等，理论上说，数字创新类型不同，引致高创新绩效的模式也不尽相同。本文未对不同数字创新类型进行区别探讨，未来研究可以针对这个不足进一步展开。


参考文献：
【文献6和文献30重复，请作者对应修改相关的参考文献，并对应修改正文中相关参考文献引用序号】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N].人民日报, 2023-02-28 (1).
[2] ZAKI M. Digital transformation:harness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ervices[J].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2019, 33(4):429-435.
[3] ALT R, ZIMMERMANN H D. Electronic markets on networked media[J]. Electronic Markets, 2018,28:1-6.
[4] NYLÉN D, HOLMSTRÖM J. Digital innovation strategy:A framework for diagnosing and improving digital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J]. IEE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Review, 2015, 58(1): 57–67. 【请作者确认期刊名称，确保正确无误】
[5] NWANKPA J K, DATTA P. 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IT resources: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business intensity on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017, 26:469-488.
[6] WARNER K S R, WÄGER M. Buil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 ongoing process of strategic renewal[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9, 52(3): 326-349.
[7]王海花,李烨,王莹,等.标准联盟网络位置与数字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系统管理学报, 2023,32(3):538-548.
[8] ROBERTS N, CAMPBELL D E, VIJAYASARATHY L R.Using information systems to sense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on: Integrating postadoptive use behaviors with the dynamic managerial capability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6, 33(1): 45-69.
[9]刘洋,董久钰,魏江.数字创新管理: 理论框架与未来研究[J].管理世界, 2020,36(7):198-217,219.
[10] HARTL E, HESS T. The role of cultural valu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sights from a Delphi study[C]//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Americas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AMCIS 2017). 【补标出版城市】:【补标出版者名称】,2017.
[11]宋敬,张卓,叶涛.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J]. 技术经济, 2022(5): 39-51.
[12] NAMBISAN S.Digital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digital technology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7, 41(6): 1029-1055.
[13]谢卫红,林培望,李忠顺,等.数字化创新:内涵特征、价值创造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42(9):19-31.
[14] LEE J, BERENTE N. Digital innova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innovative labor:Digital control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5): 1428-1447.
[15] YOO Y, BOLAND JR R J, LYYTINEN K, et al. Organizing for innovation in the digitized world[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2, 23(5):1398-1408.
[16] FICHMAN R G, DOS SANTOS B L, ZHENG Z. Digital innovation as a fundamental and powerful concept in the information systems curriculum[J]. MIS Quarterly, 2014, 38(2): 329-354.
[17] TORNATZKY L G, FLEISCHER M, CHAKRABARTI A K. Process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M]. 【补充出版地】:Lexington Books, 1990. 【补著录引用内容所在具体页码，若文章中多次引用此文献，则在正文每次序号标明后补标页码信息】
[18] CHAU P Y K, TAM K Y. Factors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open systems:an exploratory study[J]. MIS Quarterly, 1997, 21(1): 1-24.
[19] VALKAKRI K.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ecosystems:How they differ and how to survive and thrive within them[J].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view, 2015,5(8):17-24.
[20] YOO Y, HENFRIDSSON O, LYYTINEN K. Research commentary-the new organizing logic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 agenda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10, 21(4): 724-735.
[21] TEE R, GAWER A. Industry architecture as a determinant of successful platform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the i‐mode mobile internet service[J].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2009, 6(4): 217-232.
[22]张敬文,童锦瑶.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3,23(1): 125-136.
[23] GRIMMELIKHUIJSEN S G, FEENEY M K. Developing and testing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open government adoption in local government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7,77(4):579-590.
[24]李振东,梅亮,朱子钦,等.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字创新战略及其适配组态研究[J]. 管理世界, 2023,39(2):186-208.
[25] FARZANEH M,WILDEN R,AFSHARI L,et al.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ambidexterity: The role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innovation orient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2,148: 47-59.
[26] SOLUK J, MIROSHNYCHENKO I, KAMMERLANDER N, et al. Family influence and digita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enabling role of dynamic capabilitie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21,45(4):867-905.
[27] TEECE D J, PISANO G, 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7): 509-533.
[28] MAGISTRETTI S, PHAM C T A, DELL'ERA C. Enlightening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design thinking in foster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21,97:59-70.
[29]王玲玲,赵文红.创业资源获取、适应能力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7,29(3):1-12.
[30] WARNER K S R, WÄGER M. Buil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 ongoing process of strategic renewal[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9, 52(3): 326-349.
[31]阮添舜,李鑫浩,张洁,等.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效应? 协同自发抑或协同响应[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2):100-110.
[32]黄华,姚祖婵,连智华.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环境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自我效能的视角[J]. 经济与管理, 2022,36(6):84-90.
[33]陶长琪,丁煜.数字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基于适宜性供给的视角[J].当代财经, 2022(3):16-27.
[34] KUMAR S, BHATIA M S. Environmental dynamism, industry 4.0 and performanc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actors[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21,95:54-64.
[35] LIU Y,DONG J,YING Y,et al.Status and digital innovation:A middle-status conformity perspective[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1,168: 120781【补充文章页码信息，如120781.1-120781.14】.
[36]夏清华,黄剑.市场竞争、政府资源配置方式与企业创新投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据[J]. 经济管理, 2019,41(8):5-20.
[37]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 2017(6):155-167.
[38] RIHOUX B, RAGIN C C.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nd related techniques[M]. 【补标出版城市】:Sage Publications, 2008.【补著录引用内容所在具体页码，若文章中多次引用此文献，则在正文每次序号标明后补标页码信息】
[39]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2019,16(9): 1312-1323.
[40]李小青,何玮萱,霍雨丹,等.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2, 24(1): 80-95.
[41]高雨辰,万滢霖,张思.企业数字化、政府补贴与企业对外负债融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21,33(11):106-120.
[42]焦豪,杨季枫,王培暖,等.数据驱动的企业动态能力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21(11):174-192.
[43] WU J, WANG C, HONG J, et al.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The role of host-country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6,51(2):251-263.
[44]李梅,朱韵,赵乔,等.研发国际化、动态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J].中国软科学, 2022(6):169-180.
[45] NAMBISAN S, LYYTINEN K, MAJCHRZAK A, et al. Digi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J]. MIS Quarterly, 2017, 41(1): 223-238.
[46]杜运周,刘秋辰,陈凯薇,等.营商环境生态、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多元模式:基于复杂系统观的组态分析[J].管理世界,2022,38(9):127-145.
[47] FISS P C.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 393-420.

作者简介：李钧（1973－），女，河南郑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管理；段帅航（1997－），男，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创新管理；王振源（1976－），男，台湾彰化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共享与创新管理。

jli@dbm.ecnu.edu.cn
13020155301


2

